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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交易，合作社治理本质上是对不同类型交

易的治理。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类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调整具有决

定作用。在外围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别交易中，商品契约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居于主导

地位，商品契约的风险已在交易过程中得到补偿，难以对要素契约形成反向治理效应，农民专业合

作社一般不会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在积极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复交易中，关系治理机制的作

用会被强化；在核心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期交易中，要素契约的治理作用会得到增强；按交

易额分配盈余实质上体现了对交易过程中商品契约的剩余风险以及对积极社员和核心社员参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经营、组织与管理的补偿，而交易的关系治理机制也使按交易额分配盈余成为可能。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交易  关系治理  契约治理  

中图分类号：F306.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使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这在为农户提供有效激励的同

时，也将其推向了市场，使其必须独立面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及各种非对称市场力量。为了应对

各类风险和非对称市场力量，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产物，农民专业合作

社应运而生。据农业部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全国注册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 153 万家，实

际入社农户 10090 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2%。在“十二五”期间，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

了近 3 倍，农户入社率提高了近 31 个百分点①。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为“合作社”）虽在数量

上快速增加，但其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系，并面临诸多质疑，例如质性

漂移（参见黄祖辉、邵科，2009）、名实分离（参见熊万胜，2009）等。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合作社的治理问题在中国更为突出。其原因是，第一，在中国，合作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成员异质性情境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股权安排、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研究”

（编号：71573001）的资助。感谢浙江理工大学刘西川副教授的启发和帮助，但文责自负。 

①
数据来源：《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21/ 

c_128819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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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成长和发展严重滞后于农业产业化，合作社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以社员利益为导向的目标模

式，以推动其在农业产业化中的角色嵌入。第二，中国合作社的社员异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社员

间要素禀赋、利益需求及对合作社经营的贡献有较大差异，形成了特有的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之间

的差异化分层。第三，中国合作社植根和成长于乡土社会，这在给合作社治理带来更多灵活性的同

时，也易导致合作社及其治理的松散化。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发展程度更高、资本

市场发达和合作社治理体系较为完备，合作社的治理机制相对完善。 

国外学者对合作社的研究多关注管理层激励（例如 McCain，2008）、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配置

（例如 Rebelo et al.，2008）、外部投资者进入和监管（例如 Bernard and Spielman，2009）等问题。

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理论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成为分析合作社治理的主要理论工具，这些理论对国

外合作社的治理机制与体系有着较强的解释力。然而，由于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理论与分

析范式难以用来完全解释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实践，难以深刻阐释中国合作社的生成与治理机制。根

据嵌入理论的观点，合作社行为是嵌入各类社会关系之中的，如果忽视合作社行为所嵌入的社会关

系，对合作社治理的解释将是不完全的。而中国合作社的最大特征就是社员的异质性以及合作社对

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嵌入，因而，企业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及相关分析范式难以被照搬来研究中国合

作社的治理机制，对中国合作社治理及其机制的解读需要本土化的治理理论。 

国内学者对中国合作社治理机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并探索出了本土化的解释范式，例如

能力与社会关系（例如黄祖辉、徐旭初，2006）、股权与社会资本（例如崔宝玉，2015）等。这些研

究都强调社会关系例如信任、规范等对合作社治理具有促进或限制作用，都突出了合作社的嵌入性，

但也存在可改进的研究空间：一是忽视了合作社的交易性质与类型。合作社是一种基于交易的制度

安排，合作社治理实际上就是对合作社与社员间所形成的不同类型交易的治理。二是强调股权（要

素契约）却忽视了商品契约在合作社治理中的作用。合作社是惠顾者和所有者同一的组织，社员与

合作社之间交易而形成的商品契约是其存续的基础，但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在现有

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这一效应却是合作社实现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和体现自我服务、

民主控制等本质规定性的底线要求（刘老石，2010）。三是忽视了不同类型交易下商品契约、要素契

约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及匹配关系，忽略了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动态性，使得合作社所嵌入的社会

关系与治理机制演进难以进入分析的视野。  

借鉴交易成本理论与嵌入理论，本文把合作社视为异质性社员之间形成的不同类型交易的集合，

视为由商品契约、要素契约与社会关系共同驱动治理的复杂产业组织。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探索在不同类型交易下商品契约、要素契约与社会关系治理的动态匹配关系，以完善现有合

作社治理理论。第二，考察不同交易类型下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正视和分析这一

被既有相关文献所忽视的研究盲点。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界定了社员与合作社交易时的权利和义务，

社会关系治理则是当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难以完全规定社员的权利和义务时所追加的交易执行机

制。从合作社的交易性质出发，合作社的治理过程都可以理解成交易的缔结、执行和维护过程，由

此，契约的形成及与社会关系的匹配是理解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选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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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类型与合作社“三重”治理机制 

合作社是特殊的“分”“统”结合的制度形式，既有形成于家庭承包制基础之上的分散和独立经

营，亦有相应的协调、组织与统合，也即既有“买卖”的交易，也有“管理”的交易。随着合作社

的发展，合作社与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之间的交易衍生出来，合作社的交易内容与范围扩大，出现

了“限额”的交易①。这些交易构成了合作社运营、扩张与治理的基础，但无论合作社在何种发展阶

段，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都是主要的交易类型，是其他交易类型形成与发展的根基，否则，合

作社就不会存在，更遑论其他类型交易的生成与发展了。 

合作社的社员具有异质性，有的属于外围社员，有的是积极社员和核心社员，不同类型社员与

合作社之间的交易机制并不相同。何为外围社员、积极社员和核心社员？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既有

文献并没有对社员类型进行统一和清晰的界定。借鉴李明贤、周蓉（2016）的研究，本文利用交易

频率、交易额度和交易稳定性对其进行界定，把与合作社之间交易频率低、交易额度小、交易稳定

性差的社员界定为外围社员。对于这类社员而言，他们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仅属于个别交易②，这些

交易往往是短期的，交易中社会关系的交换与互动较为匮乏，交易价格主要由竞争性市场来决定，

这类社员可以选择随时中断或继续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交易双方都接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

济人”。当然，在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纯粹的个别交易是极为少见的。由于合作社嵌入农村社会关系之

中，社员与合作社间的任何交易都或多或少隐含着“关系”成分。积极社员不仅与合作社之间的交

易频率会增加，交易额度会增大，交易稳定性会增强，而且会少量入股合作社，他们与合作社之间

的交易往往属于重复交易。而核心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频率和交易额度会进一步增加，交易稳

定性会进一步增强，他们也会在合作社中入更多股，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往往属于长期交易。个别

交易、重复交易和长期交易具有不同的交易特征，交易频率、交易额度和交易稳定性各有不同。这

些不同类型的交易都需要治理，否则就会出现交易缺失，危及合作社的生存与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一般将治理定义为为支持交易而设计的机制，也就是说，治理是为了促进交易的

形成和履行而存在的。根据 Williamson（1996）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交易进行治理意味着在市场与

科层之间做出选择，前者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后者通过“权威”来治理交易。更进一步，人们对交

易治理机制的认识已经从传统的“企业—市场”二分法逐渐向企业、中间组织和市场“三足鼎立”

的新格局转变。Rindfleisch and Heide（1997）认为，交易治理可以通过非产权或非完全一体化的形

式例如战略联盟、网络组织等来实现，他们在市场与科层两种基本交易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一系列多样化的混合治理机制，这些混合治理机制是众多异质性治理机制的集合，例如单边与双边

治理、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等。 

在交易成本理论中，契约本身就意味着具体达成的交易，以及假定在数量、质量和期限都已明确

                                                  
①康芒斯把交易划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具体概念可参见康芒斯（2011）。 

②个别交易不是狭义地指一次交易，而是指交易次数少，交易中“关系”成分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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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情况下由价格与专用性资产及其保护所构成的交换条款（Williamson，1996）。虽然 Ferguson et 

al.（2005）也承认“关系”概念和交易的关系治理机制，允许“关系”对不完全契约进行调整，但是，

这种调整的参照点是交易双方最初达成的协议，而不是交易达成、变动、维护、完成等整个交易过程

中交易双方所形成的“关系”（Macneil，2000）。在嵌入理论中，契约的概念得到拓展，被引申为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进行交易的人们间的关系，由此，Macneil 发展出关系契约理论。Macneil（2000）认为，

每项交易都嵌入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关系嵌入性是理解交易的出发点。除契约外，交易双方也依赖关

系来治理交易。“关系”是行动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博弈形成的自我协调与实施机制，无需第三方干预。 

作为兼具共同体和企业双重属性的产业组织，契约与关系构成了合作社交易的重要治理机制。

契约治理是合作社通过签订农业产出品和投入品买卖合约、股权和盈余分配等正式契约来保障交易

能够执行的机制与方式，它主要依赖理事会、监事会、权利义务与奖惩等制度安排来实施。契约既

包括商品契约，也包括要素契约。商品契约是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就有关产品与服务的交易所达成的

协议，例如社员通过合作社购买农资、销售农产品以及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农技、农艺服务和培训等。

如果没有商品契约，只有要素契约，合作社就会失去“自我服务”的共同体特征，合作社也不会有

“交易额”的概念，并失去按交易额分配盈余的基础，从而演变为“投资者所有企业”。此外，商品

契约是合作社按照交易额分配盈余的基础，它将风险与收益统一到所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上，并通过

对产出的衡量与盈余分配来实现对要素（例如资金、专用性资产和企业家才能等）投入的监督与制

约，形成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要素契约是社员与合作社缔结的有关要素投入的协议。由于企业

家才能等要素的产出难以得到观察和测度，要素契约最终会以股权安排的形式体现出来，并形成与

股权安排相对应的权利，例如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合作社通过股权安排，实现生产、经营与

销售的协调与统一，也使掌握剩余控制权的社员拥有更大的交易权力。 

除商品契约、要素契约治理机制外，关系治理也是合作社在组建、成长与成熟等发展阶段中重

要的治理机制。合作社通过关系治理机制来实施治理既有现实性又有必然性：首先，中国合作社基

本上都发端于乡土社会并深刻嵌入其中，社员大都来自同一村镇，村镇内部蕴含着丰富的诸如规范、

信任和网络等社会资本。这使合作社可以巧妙利用信任、规范等灵活性强的关系治理方式，并取得

良好的治理效果。其次，契约治理具有非完全性、非标准化和投资专用性强的特征，治理的交易成

本高；而关系治理以合作价值、规则和信誉为保障，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这也为合作社运用社会

关系作为治理机制提供了必然。 

三、不同交易类型下合作社治理机制的选择 

从合作社的发展实践看，不同类型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形成的交易机制并不相同。个别交易只是

交易的起点，如果个别交易取得了合意的效果，在农村丰富的社会资本基础上，就会进一步发展出

基于交易的“信任”“规范”等关系成分，交易双方会有继续交易的内在动力，个别交易会向重复交

易和长期交易转化。实践中，中国合作社社员角色的形成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围社员通过与

合作社订立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转变成积极社员和核心社员；另一种是合作社先与大户联合，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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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与小户联合，大户成为合作社的核心社员和积极社员，小户成为合作社的外围社员。在第二种情

形下，合作社交易机制的生成顺序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理论分析的适用性。 

（一）个别交易与合作社商品契约治理机制 

外围社员的种植或养殖规模小，与合作社的交易频率低、交易额度小，为降低被“套牢”的风

险，这类社员会减少对包括专项资产、场地等在内的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或增强专用性资产的通用

性，这降低了外围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稳定性。尤其是，当前合作社嵌入农产品供应链的程度

越来越高，而农产品供应链的驱动主体逐渐转变为以加工企业和大型零售商为主，导致供应链前端

的生产环节的交易风险明显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外围社员交易行为的稳定性。虽然农村社会的人际

关系能为交易提供一定程度的内在稳定机制，但由于交易成本高、基于交易的社会互动相对有限，

即使能依赖村庄已有的社会关系，基于农村场域的情感性信任与价值认同也会让位于基于交易的计

算性信任①，交易频率低、专用性资产投入少和交易稳定性差等使外围社员与合作社在具体交易实施

过程中可凭借的“关系”成分较少。在个别交易中，由于难以评估交易双方的行为绩效，关系治理

本身应该成为重要的治理机制。但是，由于基于交易的社会互动少，外围社员数量多且覆盖范围广，

合作社关系治理的固定成本较高，关系治理（例如关系拓展、维护等）的边际成本也不会因为外围

社员数量的增加而明显下降。而契约治理虽然固定成本也较高，但由于可复制性强，会产生规模经

济效应，契约治理的边际成本会随着外围社员数量的增加而趋于快速降低。为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在约定外围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的数量、时间和地点等责任和义务时，契约治理机制就替代了关

系治理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交易主要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契约成为市场价格的一种执行机制，契

约中较细致的条款为交易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这类契约一般只是商品契约，例如订单、购销合

同等，市场和价格机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一般不涉及要素契约。 

在外围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中，弱关系治理是在交易中社会互动少和计算性信任水平较低

情况下的现实选择。而商品契约既可以保证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外围社员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

素，也能给予他们较为充分的生产自由度，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治理机制。当然，商品契约主要依赖

市场发挥其在确保履约方面的作用，会面临稳定性和灵活性不足的困扰。一般而言，契约治理缺乏

灵活性，难以有效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事后调整问题，但是，由于契约治理中基于交易的信任

与关系相对匮乏，合作社关系治理的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相对较高，只要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

较低，合作社一般就不会运用关系治理机制来提高事后调整的灵活性和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合作社作为所有者和惠顾者同一的企业制度，其盈余必须根据社员的交易额来分配，才能实现

合作社自我服务、民主控制的本质规定性，因此，“按交易额分配盈余”是体现合作社本质规定性的

核心理念。要实现合作社盈余按交易额分配，实质上就是要发挥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

应。这是因为，与合作社进行交易的社员是合作社的惠顾者和所有者，理应获得按交易额分配的盈

余，而在资本驱动合作社治理的实践中，按交易额分配盈余能够优先保护合作社中弱小社员的经济

                                                  
①计算性信任是将利益计算作为信任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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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并强调合作社的风险由全体社员共担（刘西川，2016）。这实质上形成了对资本控制合作社经

营与治理的一种反向治理。然而，由于外围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属于个别交易，商品契约对要

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一般难以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合作社盈余分配在本质上具有风险溢价补偿

的性质，对合作社来说，社员参与合作社会面临两类风险——商品契约风险与要素契约风险，商品

契约风险应该通过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得到补偿，而要素契约风险则应该通过按股份分配盈余得到补

偿。在农村，相比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金和企业家才能更为稀缺，这两种要素的边际报酬更

高。同时，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也使资金和企业家才能面临着更大风险，这两种

要素要求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率和风险溢价补偿。由于外围社员一般不对合作社投资，因此，外围

社员很难获得要素契约的风险溢价补偿。商品契约本身能保障社员获得合作社盈余分配的权利，但

是，在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中，按交易额分配盈余需对交易量、交易价格和交易时间等登记造

册，并按时结算交易额，手续繁琐，核算成本要远高于按股分配方式，而且外围社员交易频率低、

交易额度小、交易稳定性弱，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和避险心理，所以，合作社和外围社员按交

易额分配盈余的激励都非常有限。不论是合作社还是外围社员，都更希望商品契约的全部或大部分

风险在交易过程中得到补偿，而不是基于对交易额的统计和核算以及交易中的监督得到补偿。交易

过程中商品契约的风险补偿方式主要有农产品交易溢价、投入品交易折价、农产品收购相对稳定等，

而交易额的统计、核算以及交易中的监督涉及得更多的是社员承诺、信任、认同和对核算规则的遵

守等，信任、社会互动等关系治理机制的缺失会强化和固化商品契约的风险补偿方式。最终，以商

品契约为基础的交易额没有成为合作社盈余分配的依据，而社员所拥有的股权成了合作社盈余分配

的依据，要素契约获得了全部或绝大部分风险溢价补偿，这正是实践中外围社员难以参与合作社盈

余分配的真正原因。 

（二）重复交易与合作社关系治理机制 

在社员与合作社交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交易的治理机制会发生相应变化。当个别交易取得了令

外围社员满意的效果后，外围社员会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他们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频率会提高，

交易额度会增多，交易稳定性会增强，交易双方在不断的交易中会在既有的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出基于交易的信任和关系规范，交易的“规则”和“标准”会变成惯例，交易也会由

个别交易转变为重复交易，外围社员从而转变为积极社员。这种由交易所衍生的计算性信任，具有

工具性动机。又或者，积极社员不是由外围社员发展而来的，他们在合作社组建时就与领办人有地

缘、亲缘或友缘关系，与领办人之间本就存在着基于亲密、情感和认同等强连带关系的信任与规范，

交易一旦发生，就会直接重复多次。这种信任可理解为以封闭网络结构为基础的信任或者以情感、

认同和人情交换为基础的信任。计算性信任与基于情感、认同的信任的存在，使社员与合作社之间

的亲密程度和社会互动程度增强，产生了关系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关系治理的固定成本、平均成

本和边际成本会大幅降低，这为合作社运用关系治理机制提供了更多可能。 

一般而言，积极社员大多会少量入股合作社，或缴纳资格费、门槛费，进行适度的专用性资产

投资，履行与合作社签订的农产品交易合约，从合作社购买农业投入品，按合约交售农产品，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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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社经营。股金和专用性资产投资能起到质押作用，积极社员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套牢”，他们

与合作社共同应对以加工企业和大型零售商为主的农产品价值链驱动主体，并通过技术与信息共享、

资金拆借等，降低市场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随着积极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频率与

交易额度的增加、交易稳定性的增强，两者间会进行更复杂的、非经济性的社会互动，尤其是当冲

突出现时，双方会采取特定机制来保障交易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商品契约治理和要素契约治理之

外，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会被强化，成为在不确定交易环境中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机制。合作

社采取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复合机制，可能比仅实施契约治理这种单一机制更有利于提升交易绩

效。其原因是，不同治理机制在特定的交易中可以相互补充，商品契约通过“市场”治理机制、要

素契约通过“科层”治理机制为重复交易提供基础和保障，而关系治理机制则为交易提供柔性适应

机制。不同治理机制的相互补充能够节省信息搜寻、签约以及契约维护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交易双

方不仅没有必要更换交易对象，而且还会自发避免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积极社员与合作社的重复交易中，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是存在的，但其作用

可能比较有限。根据上文的分析，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的风险都需要得到补偿，而要素契约的风险

主要通过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商品契约所形成的交易剩余即合作社盈余的分配来补偿，表现为按股

分配，入股和缴纳资格费与门槛费的积极社员可以按股获得分红。商品契约的风险虽然已经在交易

过程中得到了部分补偿，但更多专用性投资意味着更大的种植和养殖规模，也意味着更高的交易额

度，社员此时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自然会更大，他们对合作社运营和管理的劳动投入也会更

多。与外围社员相比，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实质上是对交易过程中商品契约风险的剩余部分以及对积

极社员通过劳动投入参与合作社经营进行补偿。而重复交易也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互动、社员承诺和

规则认同，这有利于降低交易额的统计和核算成本以及交易中的监督成本。积极社员与合作社之间

建构的关系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合作社按交易额分配盈余的机制。因此，实践中经常可见，入

股或缴纳资格费、门槛费的积极社员除按股获得分红外，还能获得一定量的按交易额分配的盈余，

这实现了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有利于实现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也是很多学者（例如

赵铁桥，2012）提出应鼓励社员入股合作社的主要原因。 

（三）长期交易与合作社要素契约治理机制 

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关系还可能升级，其交易频率与额度进一步增加，交易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由重复交易转变成长期交易，积极社员进而转变成核心社员。这类核心社员的形成缘于社员与合作

社之间交易的升级，或缘于上文中言及的社员与领办人之间亲密的人际关系。截至目前，学术界对

核心社员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基本共识是，股份比例高低或交易额多少①是确定核心社员身份的两

个标准。实际上，股份比例体现了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签订的要素契约，交易额则体现了两者间签订

的商品契约。交易频率越高，交易额度越大，社员越倾向于与重要生产要素例如资金、企业家才能

                                                  
①交易额越大，意味着社员所投入的土地、生产设施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越多。实践中，在量化股份时，往往把社员的

土地、生产设施等折算成股份，因此，确定核心社员身份的两个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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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所有者联结，藉以交换资源，规避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降低交易风险。与资金、企业家才能

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联结的主要形式是增资扩股，提高社员在合作社中的股份比例。增资扩股意味

着社员有更多资金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对合作社公共事务有更多参与，也意味着社员与合作社之

间实现了交易升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在核心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形成的长期交易关系中，要素契约治理的固定成本虽然较高，但其边际

成本会较低；而关系治理的固定成本虽然较低，但关系在实施之后需要不断得到维持、维护，这增加

了关系治理的供给成本。过度的社会互动例如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讨价还价、合作社治理人情化和管

理松散化等也使关系治理的边际成本显著增加。而且，随着更多的积极社员转变成核心社员，农产品

交易规模会不断扩大。在交易规模较小时，关系治理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但当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后，由于关系治理的边际成本增加，关系治理就应该让位于契约治理。与商品契约相比，要素契约是

可供选择的较优的治理方式，股权安排在治理中会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因为，在实践中，部分核心社

员与合作社之间可能没有或较少有商品契约的联结，却对合作社有较多资金、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

的投入。如果商品契约是主要治理方式，合作社就无法对这部分核心社员的生产性投入给予相应的剩

余索取权，这些核心社员的资金、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就无法被本合作社利用和整合，从而这些生

产要素就可能会流出合作社甚至流出农村。虽然合作社主要依赖要素契约和股权结构进行治理，但核

心社员与合作社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互动、信任、规范和共同价值观在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对于合作社来说，相比于简单的以互惠为基础的要素契约治理，基于信任、情感认同的社会互动拥有

更高的联结强度和稳定性。 

在核心社员与合作社的长期交易中，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不仅存在，而且明显较

强。交易中的要素契约风险需通过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商品契约所形成的交易剩余即合作社盈余来补

偿，实行按股分配盈余。同时，核心社员投入的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依附于股权，按股分配给核心

社员的收益中就包含了对核心社员的企业家才能等的报酬。商品契约的风险虽然可以在交易过程中直

接得到部分补偿，但由于核心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频率高、交易额度大，且其专用性资产投资多，

生产与交易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这些都需要通过按交易额分配盈余的形式加以补偿。按交易

额分配盈余实质上是对交易过程中商品契约风险的剩余部分和核心社员参与合作社组织和管理中的

企业家才能进行补偿。而长期交易中所形成的承诺、沟通和依赖等，也为交易额的统计和核算以及交

易中的监督提供了执行和保障机制。因此，实践中经常可见，核心社员在按股分配合作社盈余的同时

也获得较多的按交易额分配的盈余。按股分配的盈余以及按交易额分配的盈余各自占总盈余的比例，

主要取决于交易过程中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风险的高低以及对核心社员企业家才能等定价的高低。 

（四）交易类型与合作社治理机制的演进 

在理论上，可把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关系的治理机制区分为商品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要素

契约（股权安排）治理 3 种典型形态（如图 1 所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和

不确定性的不同组合会匹配不同的治理机制。但显然，交易成本理论更适合用来解释非关系交易（交

易中关系成分极少）治理问题。很多研究表明，以信任、规范为主要形式的关系治理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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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治理机制（例如 Morgan and Hunt，1994；North，1987），尤其在重复交易、长期交易中，交易

伙伴并没有如交易成本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呈现出较高的机会主义倾向。 

 

    

图 1  合作社的交易类型与治理机制演进图示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嵌入理论的上述分析表明，越是靠近个别交易的一端，例如外围社员与合

作社之间的交易，治理机制越倾向于以商品契约为主要形式的非关系治理，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

反向治理效应越弱，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联结越松散；越是靠近重复交易、长期交易一端，例如积

极社员、核心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越强，社员与合作社

之间的联结越紧密。在积极社员与合作社的重复交易中，关系治理机制会得到强化；而在核心社员

与合作社的长期交易中，要素契约治理机制会得到强化。 

处于交易关系图谱中间地带的治理机制在现实中可能都处于一种复合状态，即存在不止一种治

理机制对交易同时施加影响。这意味着，关系治理机制与契约治理机制在本质上并无冲突，各种治

理机制会按照不同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治理合作社中不同类型的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可以增强合作

社的调节与适用能力，契约治理机制可以增强合作社的组织与执行效率。合作社治理机制的整体性

安排呈现出多样性，这也意味着合作社治理的制度结构能实现内在一致，但前提是，要素契约、商

品契约及关系等各种不同治理机制需要和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不同交易类型相匹配。 

要注意的是，实现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是实现合作社本质规定性的重要体现，

其逻辑要义包括以下 3 点：一是合作社要有商品契约，即社员与合作社之间要有产品和服务的交易；

二是社员要入股，即要有要素契约并要有相应的所有权安排；三是要素契约与商品契约之间要相互

作用（刘西川，2016）。由于中国合作社类型繁杂、良莠不齐，很多合作社并不完全具备以上 3 点特

非交易 个别交易 重复交易 长期交易 

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 强 弱 

垂直整合 

市场机制       商品契约治理机制   关系治理机制    要素契约治理机制     内部化机制 

非社员 外围社员 积极社员 核心社员 股份制企业 

交易关系连续分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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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例如，休眠合作社、协会型合作社与社员之间就不存在商品契约，更遑论要素契约。再如，企业

主导型合作社、大户控制型合作社与社员之间虽存在商品契约，但可能不存在要素契约；即使两种契

约都存在，两者也未必有相互作用。因而，本文所讨论的交易演进中的合作社是既有商品契约、又有

要素契约，两者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的合作社，是相对“真”的合作社。 

四、案例选择与分析 

这一部分将以合作社交易治理机制为出发点，运用田野调查（于 2016 年 2 月开展）和案例分析

方法，以安徽省 D 县 L 水果合作社为例，分析和验证合作社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调整的逻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大户和企业控制型合作社逐步演变为中

国合作社的主要模式（张晓山，2009）。因此，选取大户和企业控制型合作社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

对理解中国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研究选择的 L 水果合作社是典型的大户和企业

控制型合作社。案例资料来自于笔者对合作社理事长、社员的访谈以及合作社的协议文本、章程和制

度等档案。笔者对多渠道的资料进行了比较，有关内容能相互印证，这确保了资料的可信度与完整性。 

（一）L 合作社基本情况 

L 合作社位于安徽省 D 县 S 村，是典型的大户和公司控制型合作社，也是社员具有异质性的典

型合作社。该合作社主要依托某农产品运销公司于 2008 年 6 月成立，注册资金 120 万元；2012 年，

经全体社员同意，增加投资至 200 万元。2016 年，该合作社服务果园面积 2.2 万亩，服务农户 1200

户，社员主要来自于 5 个行政村。该合作社主要从事梨、黄桃等的种植、收购、简单加工和销售，

有 3 个梨生产基地和 3 个桃生产基地，有自己的水果品牌，所生产的梨、黄桃已通过国家无公害农

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合作社建有保鲜冷藏设施，具有一定的仓储和销售调节能力。合作社的

水果销售渠道较为稳定，水果主要销往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合作社设置有理事会与监事会，设

有理事长和监事长各 1 名。合作社共种植各类水果 2000 余亩，理事长张某是土生土长的 S 村人，

也是合作社的最大投资者和运销公司的实际持有者，投入资金 140 万元，其果树种植面积也最大，

达到 36 亩。除理事长张某外，合作社还有 22 户社员认购了较多股份，金额为 2 万～3 万元不等，

共投入资金 56 万元。这些社员的果树种植面积基本都在 20 亩以上。此外，还有 40 户社员认购了资

格股，每户金额为 1000 元，这些社员基本上都是 S 村人，果树种植面积基本为 5～8 亩。其他社员

则没有认购任何股份，种植面积基本为 3～5 亩。合作社分配盈余时，只在缴纳了股份的社员中进行，

其中，按股分配的盈余占 80%，按交易额分配的盈余占 20%。合作社的决策和日常管理主要依靠理

事会，但理事长张某拥有最终决策权。收购水果和销售农资是合作社对社员的两项主要业务，当然，

其业务对象不仅包括社员农户，还包括非社员农户。此外，合作社还提供各类技术培训和信息，例

如果树修剪、品种选育与换代、农药残留控制等。由于种植基地处于黄河故道地区，该合作社还承

担着梨种质资源保存与改良、水果品种与品质结构调整的财政支持项目。  

D 县是水果主产区，合作社数量多，至 2016 年 7 月已超过 3000 家。在 L 合作社周围 2 公里内，

还有 W、T 等 4 家合作社，L 合作社的部分社员也加入了这些合作社。除合作社外，当地也有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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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运销户、农资供应商和若干农产品经纪人，还有很多外地经销商在水果成熟季节到田间地头收

购，因而在当地形成了竞争较为充分的收购者市场。对于 L 合作社社员而言，他们既可以选择与 L

合作社交易，也可以选择向 W、T 等合作社或农产品经销商销售梨和黄桃。同时，由于当地水果的

种植品种较为单一，农户的水果种植面积一般都不大，当地也形成了竞争较为充分的销售者市场。  

（二）交易类型与 L 合作社治理机制 

对调查资料进行归纳，L 合作社生产、交易及风险补偿的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L 合作社生产、交易与风险补偿特征 

社员类型 生产与交易 合作社主要服务 风险补偿 

外围社员 
种植面积为 3～5 亩；没有入股合作社；不

参与合作社管理；20%的产出卖给合作社

收购随行就市；提供市场信息；提供部分

服务 

交易过程中补偿 

积极社员 
种植面积为 5～8 亩；认购资格股 1000 元；

参与合作社经营；80%的产出卖给合作社

随行就市但敞开收购；产品分级就高不就

低；提供市场信息；提供细致化服务 

交易过程中补偿；

按交易额分配盈余

核心社员 

种植面积为 20 亩以上；认购股份 2 万～3

万元；积极参与合作社组织和管理；90%的

产出卖给合作社 

收购价格上不封顶、保底价格高于市场价

格 5%；赊销生产物资；垫付生产性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提供定制化服务 

交易过程中补偿；

按交易额分配盈余

 

 根据表 1，从社员与L 合作社的交易看，那些交易频率低、交易额度小和交易稳定性差的社员可

视为合作社的外围社员，这类社员果树种植面积小（基本为 3～5 亩），没有入股L 合作社，既可以将

水果卖给L 合作社，也可以不卖给L 合作社，他们与L 合作社之间的交易类似于前文述及的个别交易。

外围社员与L 合作社之间的个别交易只存在着一种主要的治理机制即商品契约治理机制，价格机制在

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外围社员与L 合作社的交易中，外围社员会对L 合作社和其他收购者的收购

价进行比较，当发现L 合作社的收购价较低时，他们就会把水果卖给其他合作社或经销商，与L 合作

社的交易会随时终止。相比于非社员，在水果销售困难时，外围社员的水果能得到L 合作社的优先收

购，不过采取的是“随行就市”价格收购策略。不过，由于 2013～2015 年水果销售比较顺利，外围

社员在优先收购中的受益并不明显。而且，当市场销售困难、收购无利可图时，L 合作社也会停止收

购，这在一定程度上把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转移给了外围社员。L 合作社会向外围社员提供一些技术服

务，但需要收费，其价格与其他社会化服务主体差别不大。根据访谈，外围社员大约 20%的水果、10%

的农业生产投入品是与L 合作社交易的，80%的水果是通过其他合作社、经销商等来销售的。虽然外

围社员与L 合作社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和农村社会人际关系规范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在地域上相对

集中与封闭的村庄“熟人社会”对外围社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在具体交易

中，由于外围社员没有入股L 合作社，外围社员的农业生产投入品和所生产的大部分水果不是通过L

合作社来交易的，因而，外围社员与L 合作社对交易规则缺少共识，对L 合作社的计算性信任缺失。

在L 合作社与外围社员的交易中，商品契约治理机制处于主导地位，要素契约治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

制的缺失制约着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向高级阶段发展，制约着外围社员向积极社员、核心社员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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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案例中，外围社员不参与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其主要原因是，商品契约的风险已经通过合作社提

供的两项服务（“优先收购”和“提供服务”）获得了大部分补偿；而且，外围社员没有入股L 合作社，

与L 合作社之间交易频率低、交易量小，两者缺少对交易规则的共识，统计与核算水果交易额的成本

较高，外围社员无法获得按交易额分配的盈余，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不存在。  

那些缴纳了资格股（1000 元）的社员可被认为是 L 合作社的积极社员，他们入股了 L 合作社，

也参与 L 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把水果卖给 L 合作社，他们与 L 合作社的

交易可被视为重复交易。积极社员与 L 合作社之间的重复交易存在 3 种主要的治理机制：商品契约

治理、关系治理和要素契约治理。从商品契约治理机制看，合作社对积极社员一般采取“随行就市、

敞开收购”的策略，即使市场销售困难，合作社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冷藏设施和存储能力来调节销售，

从而降低由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积极社员可以自主选择将水果出售给收购价更高的其他合作

社或经销商，也可以选择卖给 L 合作社。一般情况下，由于距离、熟悉程度等方面的原因，积极社

员一般都将水果卖给 L 合作社。除收购水果外，L 合作社还给积极社员提供生产的全程技术指导和

技术培训，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服务，并通过手机短信等发送诸如施用农药、水果采摘和包装

等方面的农业生产信息和销售信息。与外围社员相比，在同等条件下积极社员的水果在果品分级时

能被评定为较高等级，获得较高价格。根据访谈，积极社员大约 80%的水果销售、20%的农业生产

投入品购买是通过与 L 合作社的交易来实现的。从关系治理机制看，这些积极社员大部分都是理事

长张某的同村人，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以及社员与合作社重复交易所形成的对包装、农药残留控制、

产品分级、收购时间和数量等有关交易规则的共识等使交易双方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L 合作社也

不滥用优势地位压低水果收购价格和挤占积极社员的利益。L 合作社非常重视信誉和口碑，重视和

积极社员处理好关系，定期组织和开展讨论会、茶话会，开展各类评比和表彰活动，并利用政府相

关项目的资助，带领社员到青岛、烟台与洛川等地参加培训和参观。关系治理机制还可以成为积极

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冲突的调解机制。例如，在一次黄桃收购中，某社员与 L 合作社在产品分级和交

易价格上产生了分歧和冲突，L 合作社经过持续沟通、上门做工作等，最终顺利化解了矛盾。从要

素契约治理机制看，积极社员与 L 合作社之间还有要素契约的联结，他们认购了资格股，相比于外

围社员，要素契约提高了积极社员与 L 合作社的联结紧密度。商品契约风险在交易过程中虽然通过

“提供技术服务、信息和培训”“调高产品等级和价格”和“敞开收购”等获得了大部分补偿，但由

于种植面积较大和入股合作社等原因，积极社员会参加合作社社员（代表）会议，参与经营决策，

提出有关品种选育、农药残留控制等方面的建议，按交易额分配实质上是对商品契约风险无法在交

易过程中得到补偿的剩余部分以及对积极社员参与合作社组织和管理等进行补偿。而且，关系治理

机制也降低了水果交易额的统计和核算成本以及交易中的监督成本。L 合作社不仅按股分配盈余，

还按交易额分配盈余，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  

那些认购了较多股金（2 万～3 万元）的社员的投资额占合作社总股金的比例为 26.7%，其种植

面积占 28.3%，其水果销售额的 90%、农业投入品的 60%是与 L 合作社交易的，他们大都在合作社

组建之初就加入了 L 合作社，其中有 4～5 户社员还是合作社成立的直接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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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可视为长期交易，他们是 L 合作社的核心社员。核心社员与 L 合作社之间的

长期交易也存在 3 种主要的治理机制：商品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要素契约治理。从商品契约治理

机制看，生产、收购和农资供应契约明确规定了合作社和核心社员的权利与义务，合作社有时还向

核心社员赊销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并帮他们少量垫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减少了核心社

员的生产性投入。“上不封顶、下保底但保底价格一般只高于市场价格 5%”的水果收购价条款也使

核心社员规避了市场价格波动风险。L 合作社还为核心社员无偿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与培训，这有利

于降低核心社员在生产中的风险。从关系治理机制看，L 合作社在弥补契约不完备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际信任以及长期交易中形成的共同规则和价值观可以极大地降低重复签

约与履约的成本，核心社员总是把水果优先卖给 L 合作社，在购买农资时也优先从 L 合作社购买，

在长期交易中双方形成了关于水果交售数量、品质、包装、农药残留控制、交货时间等的共识，合

作社也可以延迟付款时间，但一般不超过 1 个月。长期交易以及在此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发展使 L 合

作社与核心社员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例如，在一次梨收购中，由于滞销，市场价格降到

了 1.8 元/公斤，但 L 合作社按照 2 元/公斤的价格收购，高过市场价格 11%，超过了收购价条款所

规定的 5%，保护了核心社员的利益，而 L 合作社因此损失了近 20 万元。面对合作社的经济损失，

核心社员主动要求 L 合作社降低梨收购价格以减少损失。可见，L 合作社与核心社员之间的紧密关

系不仅体现在经济关系上，基于信任、规则和价值观认同等的情感性投入也使双方之间的交易包含

了很多非经济交换的社会因素。从要素契约治理机制看，核心社员与 L 合作社之间也有要素契约的

联结，他们可以按股分配得到 L 合作社的部分盈余。核心社员对 L 合作社的股权投入使他们与 L 合

作社之间的合作深化和升级，核心社员积极参与 L 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由于种质资源保存与改良、

水果品种与品质结构调整的财政支持项目主要由核心社员承担，控制农药残留的要求特别严格，而

且市场对绿色、安全水果的需求比较大，为“套牢”这些核心社员，L 合作社希望核心社员持股一

定比例，也希望核心社员积极参与合作社的组织与管理。实际上，核心社员与 L 合作社之间形成的

亲密关系以及两者之间达成的有关水果收购价格、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甚至是垫付少量生产性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等条款都是他们与合作社之间重复博弈的结果，博弈的基础则是核心社员的股权投入

和种植规模。对 L 合作社与核心社员的交易而言，要素契约治理机制成为更重要的治理机制。正是

有了基于要素契约的联结，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才成为可能，L 合作社按交易额分

配盈余才可能实现。而关系治理机制又降低了交易中水果交易额的统计、核算等成本，降低了按交

易额分配盈余的成本，这就使得 L 合作社按交易额分配盈余成为现实。 

五、主要结论 

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交易，合作社治理实质上就是对合作社不同类型交易的治

理。合作社的治理机制主要有商品契约治理机制、要素契约治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制，社员与合作

社之间的交易类型决定了合作社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调整：在外围社员与合作社的个别交易中，商品

契约治理机制在合作社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积极社员、核心社员与合作社的重复交易和长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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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商品契约治理机制、要素契约治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制都是合作社的重要治理机制。只是在

重复交易中，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会被强化；而在长期交易中，要素契约治理机制的作用会明显增

强。合作社治理机制一般不是单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复合和多样化的，复合治理机制可以为合

作社治理以及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提供选择、协调和内在稳定机制。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交

易，起主导作用的治理机制会有所不同。因而，对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分析不能以一概之，应注意区

分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及与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类型。 

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效应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和相关政策研究者的重视，但在合作社

普遍异化与泛化的当下，这种反向治理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合作社自我服务、民主控制的本

质规定性，理应得到重视。理论上讲，在外围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中，由于商品契约的风险已经在

交易过程中得到大部分补偿，而且，关系治理机制的相对缺失使交易额的统计和核算成本以及交易

中的监督成本较高，加之外围社员存有“搭便车”和避险心理，合作社盈余一般不会按交易额分配，

商品契约难以对要素契约形成反向治理效应。在积极社员、核心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中，按交易额

分配盈余实质上是对商品契约风险无法在交易过程中得到补偿得的剩余部分以及对积极社员和核心

社员参与合作社经营、组织与管理进行补偿，交易过程中关系治理机制的实施也降低了交易额的统

计和核算成本以及交易中的监督成本，进而使得按交易额分配盈余成为可能。这也正是众多合作社

相关研究者提出要鼓励社员入股合作社的原因。在实践中，合作社盈余能否按交易额分配及其分配

比例是多少，取决于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风险的高低以及对积极社员、核心社员投入的劳动和企业

家才能等的测量、折算与定价。如果社员生产规模增大，专用性资产投入增多，并入股合作社，社

员的博弈能力会增强，合作社盈余按交易额分配就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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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Transactions and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Cui Baoyu  Liu Lizhen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action between members and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essentially means the govern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ac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ypes of transaction 

between members and cooperatives can determine the choice and adjustment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transaction 

between peripheral members and their cooperatives, commodity contract hold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structures, because the risks of commodity contract can be reduced in the process of trading. Commodity contract does not have 

a reverse governance effect on factor contract. Cooperative generally do not distribute surplu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olume of 

transactions. In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active members and their cooperatives,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mechanism continues 

to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core members and their cooperatives,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factor 

contract will be strengthene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surplus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transaction volume essentially is a 

way to reduce residual risks created from commodity contract in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and to reward active and core 

members who participate in co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Finally,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mechanism also 

makes it possible to distribute cooperative sur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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